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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情治理中的行政嵌入与规则融合

——以重庆市川鄂村整顿“整酒风”事件为例

郑家豪 1 周骥腾 2

摘要：面对乡村人情秩序的失范与异化，行政力量如何介入才能有效帮助农民摆脱人情异化的集

体困境？本文以重庆市奉节县川鄂村整顿“整酒风”事件为案例，通过对治理过程中权力运作方式、

各主体行为策略与规则融合形态的剖析，指出人情治理之所以取得初步成效，关键在于公共规则与人

情规则的互动融合，一方面公共规则抑制各种人情名目，另一方面村民对公共规则的选择性遵从与利

用缓解了其与人情规则的冲突，这显现出一种“工具性权威”。两种对立规则融合的实质是“普遍主义”

取向的公共规则对“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关系结构的适应，如此才能共同再造乡村社会秩序。本文

呈现了公共规则在不同情境中，村民差异化策略驱动下的实践过程，为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困境的解

决路径与机制问题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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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农村人情的异化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传统的社会结构

与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人情秩序的稳定性遭遇了严峻挑战，各地纷纷出现人情名

目五花八门、礼金标准不断攀升、人情频率越来越高等现象，互惠性的人情交往变异为借机敛财的工

具与竞相攀比的舞台，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这一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各地

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展针对性的人情治理运动。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①
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

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中国农村的仪式性人情交往中人情名目越来越多，礼金数额越来越大、占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人

情范围越来越广，人情周期缩短、频率加快，学界把这种种现象总结为人情异化（贺雪峰，2011）。从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3/

content_5402625.htm。



农村人情治理中的行政嵌入与规则融合

- 2 -

概念的基本内涵出发，人情异化有两个深层表现。首先，“异化”这一概念的哲学含义为：“主体所产

生的对象物、客体，不仅同主体本身相脱离，成为主体的异在，而且，反客为主，反转过来束缚、支

配乃至压抑主体”（侯才，2001）。由一般性的哲学概念推广至具体的仪式性人情交往，人情异化即是，

人的人情往来活动外化为异己的力量，转而控制人、役使人。其次，人情异化意味着人情交往中的“名

实分离”（陈柏峰，2011）。所谓“名实分离”，是指仪式性人情交往的内涵发生了变异，虽然仍然打着

传统的礼尚往来、有礼必随的名号，但其实质内核则异化成为聚敛财富或阶层排斥的手段。据此，本

文将人情异化定义为：人情交往中的情感与道义内涵祛魅化、功利化和工具化（宋丽娜，2014），仪式

性人情变异为借机敛财的工具与束缚人、控制人的负担，使人陷入相互剥夺的恶性循环的现象。

近年来国内对人情异化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分别对应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微观层面的探

讨侧重于从村民认知与行为逻辑的角度对人情异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陈柏峰（2011）发现，仪式

性人情维护社会团结、增强社会认同的功能正在逐渐消失，而异化为阶层分化的确认工具和阶层排斥

的手段；冯川（2018）将人情问题纳入到其“助行为”的分析框架之内，指出当村民互助行为的经济

意义消减而受到社会意义的支配时，异化现象就会出现；陈午晴（2018）认为，人情异化的行为方式

是对传统人情文化中互爱互惠精神的扭曲与背离。

宏观层面，学界立足于中国社会变迁和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探求人情异化产生的原因与机

制，代表性的观点有：国家力量后撤引起的结构性力量的缺失（耿羽、王德福，2010）；现代性的侵入

以及地方性传统规则的解体（贺雪峰，2011；杨华、欧阳静，2011；宋丽娜，2014）；生产停滞、消费

上升与金融排斥所导致的农村货币供给不足（贺灵敏等，2018）；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杨华、杨姿，

2017；杜鹏，2019）等。

现有的研究丰富而深刻，但大都围绕一个共同的隐含假设展开，即在当代中国农村，仪式性人情

的内在精神、互动情境或宏观环境发生了转变，原有的人情秩序无法维持或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进

而出现了人情异化的诸现象。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当地方人情秩序本身难以维系，政府意图以行

政力量规范人情秩序时，公共规则与地方性人情规则如何互动与融合？农村人情秩序因此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然而目前针对人情异化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局限于应然性的治理对策与政策建议，对

实际人情治理的过程、机制与效果的研究较为有限。

二、研究视角：人情治理中的规则融合

在中国本土语境之中，人情秩序是社会关系结构的折射（刘小峰，2018）。因而，农村人情治理问

题背后更一般性的问题是，行政力量如何介入并影响农村社会秩序？贺雪峰、仝志辉（2002）指出，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中国传统的村庄秩序大多是内生的。然

而，在接二连三的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传统地方性组织遭到破坏。同时，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现代性

因素渗入乡村，乡村流动性增强，社会生活空间扩展，地方性传统规则进一步式微。特别是税费改革

之后，基层政权呈现“悬浮型”特征（周飞舟，2006），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

势，加剧了乡村的失序。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学者指出，强化政府对乡村社会干预与介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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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刘涛、王震，2007）。但是，行政干预并不必然能够重塑乡村社会秩序、促进乡村社会整合。在行

政力量介入村庄内生秩序的过程中，如果公共规则不能与地方性传统规则很好地融合，则会产生两方

面的后果：一方面，由于复合治理内在规则的不一致，公共规则会消解地方性传统规则的正当性，造

成乡村治理规则的混乱，反而会削弱村庄秩序（狄金华，2011）；另一方面，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

可能会导致民众的抗争或政策落实的软化（彭玉生，2009；魏万青、刘庄，2017）。

那么，当乡村面临治理困境，政府应如何介入村庄事务，公共规则与地方性传统规则应如何良性

地互动融合，才能有效恢复乡村秩序？乡村治理是一个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

等构成的完整体系（丁志刚、王杰，2019）。其中，治理规则是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从治理规则的建

构过程入手，考察治理主体如何互动，如何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策略性地对待存在潜在冲突的公共规则

与地方性传统规则，才能更加细致、全面地把握农村基层秩序的生成过程（狄金华、钟涨宝，2014）。

本文以一个村庄的人情治理为案例，着重讨论作为治理者的镇干部与村干部，以及作为被治理者的村

民，是如何在“整治违规整酒”的公共规则与人情规则对立冲突的结构背景下，在仪式性人情发生的

不同社会情境中，差异化地执行、选择性地遵从两种对立规则，进而塑造规则融合的不同形态。

本文选取重庆市奉节县川鄂村作为个案研究的田野点。川鄂村是位于渝鄂交界处的一个典型的农

业村，下辖 19个社，共有人口约 590户，2331人。川鄂村所在的奉节县为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513元，但在“整酒风”盛行时期，人情支出每年少则数千，多则上

万，人情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村民对此深恶痛绝。正如当地俗谚《整酒歌》所言：“搬家考学总有数，

可怕生酒无限度。生酒天天有，未知真与假。六十之寿整出三，提前推后谁去查。亲爹亲妈不够用，

岳父岳母也可假。”2014年，奉节县展开了全县范围内的重塑乡风民风，整顿违规整酒的专项治理运

动。2015年 8月，笔者的调研团队前往川鄂村展开实地调研，调研期间深入访谈 15位普通村民，从

村民的视角了解“整酒风”盛行的缘由以及状况；政府干预的措施、执行“禁酒令”的过程与成效；

以及作为吃酒人和整酒人两种角色，村民在“禁酒令”约束下如何进行人情往来。此外，调研团队还

走访了专治“整酒风”的镇干部与川鄂村村主任，从不同层级执行者的视角，了解整治运动的执行过

程，以及他们对政策规定与传统风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基于多主体与纵贯视角的田野资料，本文能够

完整地呈现川鄂村自“整酒风”盛行，到地方政府开展治理工作，再到取得成效的过程。

三、人情异化：主动敛财与被动卷入

大概在 2006年之后，整酒之风在当地盛行开来。当时的礼金已有大几十元，积少成多，足以成为

敛财的手段，也足以构成经济负担。最开始突破传统人情名目，整“无事酒”的是村中的无业游民和

黑恶势力，这些人轻视舆论压力与道德脸面，是传统人情约束中的薄弱环节。大多数村民虽然私下有

意见，但迫于人情压力不得不随礼。此外，一些持续送出人情，眼下却没有机会收回人情的家庭，因

不堪人情重负也开始巧设名目。村民对此大多表示理解，但原有人情规则的约束也松动了。

虽然传统人情名目不断被突破，但随礼的村民依旧不得不严格遵循人情秩序中“有礼必随”的原

则。对于不情愿随的礼，大多数村民一方面碍于关系和面子，另一方面认为只有随了别人的人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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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事”别人才会来还人情，因而不得不随。只要村中谁家放鞭炮，鞭炮声就像随礼的号角，大伙

都不约而同地动身前去，就如村民所言：“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去了，自己不好意思不去。”

巧设人情名目增加了人情往来的频次，村民的经济负担也随之加重，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暂

时放下道德脸面，突破传统人情名目，整个村庄开始陷入争相整酒的恶性循环。村民对此也表示无奈：

“整无事酒呢，那也是没有办法了，人家都整好多次了，他不整受不了啊。我以前那肯定要整啦，

你不整别人都整过好多回了，你不整会受不了啊，一年的话，在人情上的支出大的起码 5万以上。”

（访谈 F02AG①）

当地有句顺口溜：“一年整酒就赚，两年整酒就保本，三年整酒就亏。”这句顺口溜表达了村民对

整酒的利益考量，即只有更加频繁地整酒才能在人情往来中获得收益。虽然人们对各种“无事酒”深

恶痛绝，但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又去吃酒随礼，回头自己也筹划起了“无事酒”，集体演绎了一种人情

恶性循环的怪圈，令人难以自拔。到 2013年，当地整酒之风极为盛行，整酒名目层出不穷，例如房子

每修一层就要整一次酒，父母没到寿辰也开始整酒等。有村民回忆说：

“以前没禁止的时候，什么生酒啊，没到时候提前就在整啊，到时候也在整啊……至于学酒，有

些没有考起，没有升起学的都在整啊，那就是 2013年。”（访谈 F01AZ）

对于人情异化这一现象，部分学者将其归因于中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农村居民社

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与经济理性的增强（朱晓莹，2003；马春波、李少文，2004）；还有学者立足于村庄

本身的社会结构，从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情异化的区域差异（耿羽、王德福，2010；贺雪峰，

2011）。这些研究为人情异化提供了很好的背景性解释：一方面经济理性上扬，另一方面地方性传统规

则（道德舆论、族规乡约）弱化，但经济理性与传统人情规则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按照经济理性的

原则，村民有感人情重负就会退出人情圈，而事实上，有礼必随的人情规则依然牢牢约束着村民。

本文认为，人情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巧设人情名目与拒随人情的成本的不对称性：巧设人情名目

只承担有限的道德舆论压力，这种压力随着更多的人选择突破传统人情名目而减弱；而拒随人情将会

直接引起内心的不安与羞愧，甚至使村民面临社会关系中断的风险。这种不对称性使得“整酒风”愈

演愈烈，村民不得挣脱。人情异化无法通过村庄内部力量解决，只能诉诸外部权威主体的干预与支持。

四、人情治理：公共规则的入场

早在 2011年 12月 20日，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已下发《关于狠刹违规“整酒风”的紧急通知》，

禁止除婚丧嫁娶以外的整酒行为。其后渝鄂交界的几个县市也陆续发布了类似的“禁酒令”。2014年

5月 12日，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整治“无事酒”的会议，全面启动人情异化的治理工作，随即出台

《奉节县治理城乡居民操办“无事酒”的暂行规定》。该《暂行规定》首先将除婚丧嫁娶以外名目的整

酒定性为借机敛财行为，其次对镇干部、村干部、村民的责任一一作出规定（详见表 1）。

①
编码规则：F代表奉节县，02代表调查第 2天，A代表上午，P代表下午，G代表受访者姓氏首字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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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奉节县整治违规整酒的具体规定

责任主体 村（社区）干部操办或参与“无事酒” 村（居）民操办或参与“无事酒”

乡镇（街道）干部 对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问责。
治理不力，对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

予以问责。

村（社区）干部
操办“无事酒”一律先免职再查处；参与“无事

酒”，扣发500元误工补助，两次参与则予以免职。

治理不力，予以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组织

处理。

村（居）民
操办或参与“无事酒”，取消享受社会保障、

贫困救助救济等资格。

在人情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是主要执行者。奉节县发布“禁酒令”后，川鄂村所在的兴隆镇实

施了一系列举措：成立“无事酒”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开通举报热线电话；落实村干部为整治“无事

酒”的第一责任人；组织村民制定村规民约；通过横幅、宣传车、派发宣传单等措施宣传禁酒措施，

制造抵制“无事酒”的声势等。具体到执行层面，整治违规整酒的运作过程如图 1所示。

图1 整治违规整酒的运作过程

首先，村干部要第一时间知晓村民操办“无事酒”计划并予以规劝，若规劝不下，需通报乡镇进

村执法。村干部并非乡镇掌握违规整酒的唯一信息源，村民的匿名举报成为规制村干部瞒报行为的制

衡机制。其次，乡镇接到村干部的通报或村民的举报后，会在整酒当日，联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商局、镇纪委等人员进村执法，阻止违规整酒。在整酒现场，执法人员通过摄像照相保留违规整酒

证据，没收食材送往敬老院，劝返随礼的村民，并在礼簿上查询是否有公职人员参与。最后，依据“村

规民约”对违规整酒人作出罚款、取消低保评议资格等处罚。如果发现村干部瞒报或者参与违规整酒，

将在组织上对村干部予以处罚。

在川鄂村的人情治理工作中，村干部扮演着中枢纽带的重要角色。“禁酒令”发布后，村干部制定

了抵制违规整酒的村规民约，规定对违规整酒每次罚款 500元，将违规整酒人排除出低保评议范围。

川鄂村共 19个社，四职干部（村主任、村支书、会计、计生专干）每人承包 4~5个社，各负其责，

依靠各自的信息网络获取违规整酒消息并及时劝阻。对于治理不力的处罚，村干部也倍感压力：

“我们会主动劝阻，村里头一旦发现违规整酒，如果劝不下，那就要和镇里头打电话。村干部在

镇里头考核的时候有责任制，再就是影响大的话可以不让你当支书、主任。那就划不来了。劝的时候

会考虑关系，四职干部不一定都是亲戚，如果我是亲戚，我就叫会计，支书去撒，回避。”(访谈 F05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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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举报是人情治理的重要机制。通过村民自发举报，村中形成了打压违规整酒的制度环境，使

村民切实感受到公共规则的约束力。这一方面能直接抑制违规整酒行为，另一方面也为村民拒随违规

整酒提供外在权威的支持。

通过村干部动员以及匿名举报机制，县政府确立的公共规则成功进入农村人情事务，成为约束村

民人情往来的规范。如此，村民在人情往来过程中将受政府的公共规则与传统的人情规则的共同约束。

五、人情秩序：对立规则的融合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公共规则的强势介入如何改变了村民的人情往来逻辑，进而使村民在一

定程度上脱离人情异化的怪圈，以及在此过程中，公共规则与地方性人情规则的融合过程、形式及后

果。政府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规则的对立使原本异化的人情出现类型上的分化。面对不同的人情情境，

治理方（镇干部、村干部）与被治理方（同时作为整酒方与吃酒方的村民）差异化地执行、遵循与利

用规则，演绎出不同的规则实践形态。

（一）公共规则嵌入与整酒类型分化

“禁酒令”中“禁止除婚丧嫁娶以外的违规整酒”与“整酒风”盛行时期巧设的各种人情名目针

锋相对，使原有的人情名目分化为四种类型：（1）婚丧嫁娶，即所谓正规酒；（2）传统的除婚丧嫁娶

以外的人情名目，如竹米酒、三朝酒、寿酒；（3）被逐渐制造出来的人情名目，此类型又可分为两种：

以借机敛财为目的的整酒，和被动卷入的村民出于人情周期发动的整酒。

除了婚丧嫁娶的正规酒之外，其余各种人情名目皆被“禁酒令”列为违规整酒，都是公共规则约

束的对象。公共规则对整酒方违规整酒行为的约束力，取决于“禁酒令”进入人情事务的两种机制：

一是治理方（镇干部、村干部）的治理策略与力度，二是被治理方（村民）对违规整酒的接受程度与

举报的可能性。由于两种机制会不同程度地实现，整酒方被惩罚的风险也将不同。

1.出于传统风俗的整酒。“禁酒令”首先与人情往来中的“情”发生冲突。一些被列为违规的整酒

类型，如三朝酒、竹米酒，是当地的传统风俗，整酒范围限于核心亲属与好友。对村民来说，不论是

整这类酒，还是随这类酒都是情所应当，而政府的“禁酒令”则显得不合情理。正因这种难以拒绝的

“情”，这类酒虽然被公共规则列为违规整酒，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被镇干部与村干部视为介于违规整酒

与正规酒（婚丧嫁娶）之间的整酒类型。只要整酒人以不设礼房、不上礼簿，小范围、小规模的方式

整酒，都会得到镇干部与村干部的默许。村主任说：

“也有一些小偷小搞的，只要你不放火炮，办十几桌，没谁管，比如打三朝，妈屋的一些人①，

自己族下一些人来吃酒。所以有五六桌人也正常。这其实严格说是不允许整酒的，只是说一个变通的

说法，因为她妈屋里要来，不让他们来是没道理的撒。像一家人，姑、姨的，必须要去看下。必须要

到村委会备案，几桌客人，必须是妈屋的，至亲的。如果有人举报你超出了规定，肯定逃不了挨罚。

①
“打三朝”指的是三朝酒，是新生儿出生后第三天父母为其举行的仪式，来吃酒的多为孩子母亲的娘家人，也就是村

民说的“妈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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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没收，交给上面的来处理。”(访谈 F05AL)

在这种整酒类型中，吃酒方都是亲朋好友，并且每家每户都有这类酒，村民自然普遍理解与支持，

不会有人举报这类酒。而干部也照顾到了这种“人之常情”，以变通的方式为这类人情腾出了空间，否

则，受损的可能是政府公共规则的合法性。村民不会因“禁酒令”而抛弃传统风俗，但也以十分收敛

的整酒方式避免了对公共规则的公然违背。此处政府的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规则之间达成了妥协性融合。

2.出于人情周期的整酒。“禁酒令”也与人情规则中的人情周期发生了冲突。人情交往具有周期性，

但“禁酒令”必须从一个统一的时间点开始生效，因而粗暴地截断了人情周期。这种“截断”带来了

两个问题：一是在“禁酒令”实施之日前，村民开始集中提前整酒；二是人情周期中处于不平衡一方

的村民感到利益受损，前期付出的人情无法收回。他们在人情往来中送多收少，在“整酒风”盛行期

间深受其害，好不容易遇到“事”可以收回人情，如“学酒”“乔迁酒”等，却被政府列为违规整酒。

于是，有些村民出于利益或由于心理不平衡而冒着风险偷偷整酒。对于这类违规整酒，镇政府会严格

按“禁酒令”执行，因为人情周期是循环无休止的，一旦纵容，就可能重新演化为人情恶性循环。但

村干部却面临比较为难的礼法困境：多年没整酒的人从他的生存困境和“礼账平衡”的人情规则中寻

求合理性，村干部难以“一禁了之”，但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可能因治理不力被问责。

川鄂村所在的乡镇曾经严惩了一位“知法犯法”的村干部。这位村干部非但没有制止违规整酒，

还给整酒主家随了礼。当时镇干部接到举报，在现场的礼簿上找到了村干部的名字。后来，这位村干

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村里全年的工作被一票否决。因此，面对此类出于人情周期的违规整酒，村干

部会基于关系远近、被举报的可能性与行政压力大小谨慎抉择。

公共规则使整酒方收敛了违规整酒行为，然而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助长了整酒人的侥幸心理，

于是，隐蔽的变相整酒难以杜绝。那些过往欠整酒人人情的村民大都对他们的违规整酒行为表示理解，

认为在这种情境中，还人情“义不容辞”，因此不太可能举报。

“有些人十年八年没整过的，整学酒敞开整没有人举报，别人会表示理解，给你送一次还可以，

我都整了好多次了，他一次都没有整，我就去。还有就是年年都在整，别人就不情愿去，那就把它举

报了。”(访谈F03AG)

而那些不欠人情的村民在“禁酒令”的支持下可以不去，犯不着去举报；除非“禁酒令”执行软

化，不去的理由不够充分，使他们再次陷入“不愿意去又不得不去”的矛盾中，才可能举报。

这种整酒类型中，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三者对传统人情规则中“礼账平衡”这一原则的合理性

的判断是有分歧的。虽然镇干部态度非常坚决，但村干部和村民对公共规则的执行和遵守都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公共规则坚决不容许人情异化死灰复燃，但人情交往中“义”的行为逻辑又削弱了公共

规则对此类违规整酒的约束力，使得合理性较强的整酒人拥有一定的违规行为空间。此处，两种相互

对立的规则呈现出一种相互制衡的融合形态。

3.出于借机敛财的整酒。村民“借酒敛财”的行为是“禁酒令”严厉打击的对象。在“禁酒令”

出台的初期，以及一旦有感“严打期”过去了，就有村民心存侥幸，冒着风险违规整酒，但会采取尽

可能规避风险的隐蔽措施，如跨省整酒、化整为零（将一次整酒裁分为几处或几天完成）、不上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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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证据、挂羊头卖狗肉（假借正规酒的名义）等。一位村民经历了几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变相整

酒，深谙其中的门道：

“现在整酒的话我给你说嘛，像我们重庆的就跑到湖北去整，去湖北包馆子，写人情礼簿就在另

外一个地方写，防止被别人发觉。在家里整的话就是在这个家里坐几席，那个屋里坐几席，写礼都是

隔得好远，一里多路，又不敢打开门，家里又不准来客，怕被别人发现了。”(访谈F03AZ)

这类违规整酒自然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得不到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村干部如若不主动劝

阻可能被问责，承受来自村民的舆论压力。有位村民想偷着整酒，却不敢在自己家整。因为他姐夫家

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就将酒席移至姐夫家。整酒人这般折腾没想到还是被人举报了。镇干部赶到现场

没收了所有酒席食材，并将陆续赶来的人一一劝回。

无论是传统人情规则还是公共规则，都约束借机敛财的整酒。但在“整酒风”盛行时期，传统人

情规则失去了约束力。公共规则的入场，迅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与支持。村民借助公共规则的权威，

逐渐摆脱了人情异化的困境。此处公共规则与地方性人情规则形成一种共识性融合。

（二）村民人情往来中的“情”“义”与“利”

在前文的分析中，村民的行为逻辑，以及规则融合的基本形态已初步凸显。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现

村民的人情往来过程，接下来本文要将分析的对象转向作为吃酒方的村民。在川鄂村“禁酒令”的执

行过程中，虽然政府文件规定吃酒方也要受罚，但实际上很少真正落实，仅仅起到震慑作用。可以说，

政府的公共规则并未对随礼的村民（吃酒方）起到直接约束的作用。真正影响吃酒方行为策略的，是

政府干预所营造的抵制违规整酒的制度环境。这扩展了村民行为的选择空间，为村民拒随违规整酒，

打破人情怪圈提供了充分理由。而这一作用机制，在不同类型的整酒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黄光国（2010）认为，在人情交换过程中，“关系判断”是行为主体首先考虑的问题，对应不同的

关系，行为主体有不同的主导逻辑，并把中国的人际关系区分为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

系，分别对应公平法则、需求法则、人情法则。沈毅（2007）将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要素厘清为情（情

感）、义（义务）、利（工具），三种逻辑作用于不同的人际关系层次。面对不同类型的违规整酒，作为

吃酒方的村民展现了不同的行为逻辑，影响了公共规则的执行程度与两种对立规则的融合方式。

1.出于传统风俗的整酒：依“情”而行。若整酒方出于传统人情名目而整酒，大多数村民表示，

只要是关系近，即便不欠人情，即便“禁酒令”不许，都会去吃酒随礼，这是情感使然。

“现在隔得近也要去。假如结二次婚他也整，然后第一任妻子生孩子整了的，第二任妻子生子，

孩子外婆他们要来，他就还要整，如果隔得近，是一个院子的，或者山连山，别人都去了，那还不是

要去。那如果不欠他人情但又是亲戚，也还是要去，否则对不住人。”(访谈 F05AW)

“知道他（关系好的）有事情，肯定去。比如农村生了孩子，一般是不允许整酒的，但是假如是

你的亲姊妹等亲戚，那你肯定要去的，对不对，就是他不整酒，你也要去，这是农村的风俗。就是人

情还是在的，也没办法的。假如是外人就不存在，政策说不允许整，不去就不去了，哈哈。”（访谈F01AR）

显然，面对亲近的社会关系，作为吃酒方的村民对“禁酒令”的规定并不领情，公共规则的约束

效力仅限于社会关系结构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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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于人情周期的整酒：依“义”而行。俗语有云：“人情不是债，顶着锅儿卖。”“礼账平衡”的

人情规则赋予在人情周期中处于相对不平衡的一方收回人情的权利，并要求欠人情的一方践行还人情

的义务。还人情不仅是出于面子、关系，更重要的是出于道德义务，出于一种深层次的内在道德约束。

“现在整无事酒的不多，比如三朝酒，还有学酒，但是生酒基本上没有了，这种一般是关系比较

好的才去，不是大规模的。如果欠人情了，一般只要通知了，不去可能性不大，也要去。关系好的不

欠人情也得去，为人处世嘛，没的办法。”（访谈 F02PL）

“那政策出来了，如果有人偷偷整的话，我肯定不会去举报的，他整酒整他的，我不去就行了。

他家整酒，假如说他家整搬家酒……他送我我送他，有一个礼尚往来……我肯定还是去啦。你不去的

话，他不就说你这个人太不仁义，不地道了吧？”（访谈 F02PL)

可见，在出于人情周期的整酒中，不论关系远近，不论是违规整酒还是正规酒，只要欠人情，绝

大多数村民都会去随礼，否则就会被视为“不仁义”“不地道”，这种情况下“禁酒令”被村民暂时搁

置了。只要“禁酒令”无法约束整酒方，对方即便违规整酒，出于道德义务，还是得随礼。随着人情

逐渐平衡，人情规则的约束减弱，村民在政府公共规则的支持下逐渐退出这类出于人情周期的违规整酒。

3.出于借机敛财的整酒类型：依“利”而行。“整酒风”盛行时，“有礼必随”的义务带来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在出于借机敛财的整酒类型中，政府的公共规则完全发挥了作用。出于减少人情支出的

经济考虑，“禁酒令”成为村民拒随违规整酒的行为依据与外部权威，减轻了村民的心理负担，得到村

民的积极响应。这种情况下，口头上的“禁酒令”还不足以成为拒随违规整酒的理由，有的村民就会

通过举报制度让“禁酒令”发挥作用，这是对政府公共规则的工具性运用，希望借政府的干预使整酒

主家取消整酒，从而减少人情支出。有村民就道出了举报人的心理动机：

“这种人，别人整酒，他不去又不好，去了又是无事酒，这酒本来可以不整的，这样的人就举报

了嘛，政府一制止，他就可以不去，就少些人情。”(访谈 F02AZ)

（三）人情治理的成效及规则融合形式

人情异化现象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村民不断突破传统人情规则所确立的人情名目；另

一方面，巧设人情名目与拒随人情的成本的不对称把越来越多的村民卷入人情异化的怪圈之中，且难

以退出。为了治理人情异化问题，政府推行“禁酒令”，禁止除婚丧嫁娶以外的违规整酒。公共规则与

既有的人情名目针锋相对，通过增加违规整酒的成本（罚款、取消补助），严打出于“利”的违规整酒，

限制出于人情周期的违规整酒，控制出于“情”的传统整酒的人情范围——限于核心亲属及好友，减

少了各种名目的违规整酒。对村民而言，即便违规整酒现象仍然存在，村民也能以“禁酒令”为由拒

随人情。于是，村民的人情范围缩小了，随人情的频率降低了，人情支出也随之减少。

政府的人情治理收获了良好的成效。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川鄂村所在的兴隆镇，在开展治理工作

的一个月内，接到群众举报近 40起，劝退违规整酒 90余例；截至 2014年 12月，奉节县共摸排拟操

办违规整酒 8380余件，通过教育劝阻制止 7697件，制止率达到 91.8%。一位村民对比整治前后，说：

“像今年子，我们（送人情）万把块钱都还没有，轻松好多了。那时（整治前）我们农村的哪个

都是说要把整无事酒的挡了，把它挡起来就好了，一年啊我跟你说哈，打工啊在屋里啊挣的钱就是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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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些整无事酒的，怪伤心了。”(访谈 F05AW)

在人情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规则对地方性人情规则的行政嵌入，塑造出了不同的人情情境，即三

种不同类型的违规整酒。而面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违规整酒，各主体选择性地利用两种规则，使规则

融合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详见表 2）。

表 2 不同整酒类型中的规则融合形式与各主体行为策略

整酒类型 规则融合形式
镇干部 村干部 村民

行为 情境 行为 情境 行为 逻辑

出于传统风俗的整酒 妥协性融合 默许 礼法妥协 默许 礼法妥协 理解并支持 依情而行

出于人情周期的整酒 制衡性融合 禁止 礼法冲突 选择性执法 礼法困境 理解但不支持 依义而行

出于借机敛财的整酒 共识性融合 禁止 礼法一致 禁止 礼法一致 不支持，可能会举报 依利而行

在出于传统风俗的整酒类型中，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规则实现了妥协性融合。在社会关系的内核，

村民依旧按照乡土社会的“情”的逻辑进行人情实践。整酒方与吃酒方都未遵从“禁酒令”，但会限制

人情范围、收敛整酒方式，而镇干部与村干部亦持理解、默许的态度。

在出于人情周期的整酒类型中，制衡性的规则融合状态下，作为吃酒方的村民把平衡礼账的“义”

作为其主导逻辑，当人情收支平衡之后，便退出人情怪圈。在此类人情情境中，何种规则居于支配地

位取决于整酒行为的合理性被认可的程度，特别是村民对人情规则中“礼账平衡”义务的认可。如果

合理性的认可度高，即便镇干部不准许，部分久未整酒的村民仍违背“禁酒令”冒险整酒，欠其人情

的村民出于“义”皆未遵从“禁酒令”。深度嵌入村庄内部的村干部则会面临两难的礼法困境：接受“礼

账平衡”的合理性还是履行治理的责任？虽然面临困境，但随着人情礼账趋于平衡，村民在公共规则

的支持下逐渐摆脱了人情异化的束缚。

在出于借机敛财的整酒类型中，共识性的人情融合状态给村民“拒随违规整酒”提供了充分的行

为依据，成为调节村民态度与行为的中介变量。村民由原来“不愿意随—碍于脸面—不得不随”的情

义分裂转向“不愿意随—政府禁令—照规拒随”的情义统一，甚至通过举报制度利用政府干预直接阻

止违规整酒。人情异化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以上所展现的川鄂村从人情异化，到政府开展人情治理工作，再到人情秩序得以再造的完整

过程，本文认为，政府干预农村人情事务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并得到村民的赞许，关键在于公

共规则与人情规则的有效融合。各主体在不同的人情交往情境中，选择性地遵从适宜的规则而行动。

对立规则在不同融合形态下，深度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结构，最终再造人情秩序。

公共规则具有足够的权威才能抑制人情异化，而村民选择性地遵从政府的公共规则并借以摆脱异

化人情的束缚又缓解了其与人情规则的冲突，这显现出一种“工具性权威”。韦伯将权威定义为“某些

具体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既定人员全体服从的概率……任何名副其实的支配（权威）形式都会包

含一种最低限度自愿服从”（马克斯·韦伯，2010）。公共规则借助政府的权威以及各种规制手段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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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违规整酒，村民选择性地服从权威，缓和了公共规则与人情规则的对立冲突，并借用这种权威摆脱

“有礼必随”的人情规则的束缚。可见，政府的公共规则兼具权威性与工具性，非绝对的权威性给予

工具性空间，但足够的权威性亦保障了工具性。一般观点认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将降低乡村社会的自

主性，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村庄具有内生秩序的能力。然而，在人情异化的背景下，人情已无法通

过村庄内部组织力量以及地方规范获得秩序，那么政府干预将有助于支持村民摆脱集体困境，正是这

种“工具性权威”而非“绝对性权威”使村民在对立规则的约束下反而扩展了人情往来中的行为空间。

仪式性人情是社会关系结构的表达。徐晓军（2009）认为乡村社会关系已分化出内核与外围的结

构，社会关系的外围高度利益化，而内核部分高度情感化。本文研究发现，在人情往来中，社会关系

结构还展现了“义”的维度。政府的公共规则未能完全渗透进社会风俗与日常生活领域，在个人社会

关系结构的核心部分，即涉及最为亲近的社会关系与还人情的义务关系，公共规则被村民有意悬置起

来；在个人社会关系结构的外围部分，即关系较远且不欠人情的社会关系中，原本存在“有礼必随”

的义务关系，由于与情、利相冲突，被村民借公共规则巧妙规避了，呈现“低情—低义”的特征。因

此，两种对立规则的融合实质是“普遍主义”取向的公共规则对“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关系结构的

适应。只有这种“深度适应”才能化解公共规则与人情规则表面的冲突，共同再造乡村人情秩序。

参考文献

1.陈柏峰，2011：《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期。

2.陈午晴，2018：《“讲人情”的内在精神及其异化》，《青年研究》第6期。

3.狄金华，2011：《被困的治理》，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狄金华、钟涨宝，2014：《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5.丁志刚、王杰，2019：《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6.杜鹏，2019：《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动力机制与阶层秩序》，《社会学评论》第1期。

7.冯川，2018：《中国村落社会助行为的二重构造——对助行为异化的一个解释框架》，《中国农村观察》，第 6期。

8.耿羽、王德福，2010：《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青年研究》第4期。

9.贺灵敏、秦安宁、秦瑶，2018：《信贷功能的凸显:渠村人情资源功能的转向与异化》，《青年研究》第2期。

10.贺雪峰，2011：《论熟人社会的人情》，《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期。

11.贺雪峰、仝志辉，2002：《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12.侯才，2001：《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哲学研究》第10期。

13.黄光国，2010：《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载黄光国、胡先缙等著《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44页。

14.刘涛、王震，2007：《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15.刘小峰，2018：《礼单中的“差序格局”——基于一个农户礼单账册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第 5期。

16.马春波、李少文，2004：《农村人情消费状况研究———鄂北大山村调查》，《青年研究》第12期。



农村人情治理中的行政嵌入与规则融合

- 12 -

17.马克斯·韦伯，2010：《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8.彭玉生，2009：《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社会》第 1期。

19.沈毅，2007：《“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开放时代》第4期。

20.宋丽娜，2014：《熟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乡土社会的人情与人情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1.魏万青、刘庄，2017：《冲突背景下的非正式制度与政策落实——以宗族网络对计划生育影响为例》，《社会学评

论》第 1期。

22.徐晓军，2009：《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社

会学研究》第1期。

23.杨华、欧阳静，2011：《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中

州学刊》第5期。

24.杨华、杨姿，2017：《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25.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26.朱晓莹，2003：《“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社会》第 9期。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小 秦）

Administrative Embeddedness andRule Integr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Renqing:AnExample fromChuan’e Village, Chongqing

Zheng Jiahao Zhou Jiteng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anomie and alienation of rural Renqing order, how can the administrative forces intervene to effectively

help villagers get rid of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Renqing alienation?This article takesChuan’eVillage,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wer operation mode, the cognitive mode and the action strategy of various actors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to the initial success of governance of rural Renqing i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ublic rules and Renqing rules. On the one hand, public rules restrict Renqing items; on the other hand, villagers’ selective

compliance and the use of public rules ease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rules and Renqing rules, which shows a kind of

"instrumental authority”. The esse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opposing rules is the adaptation of the universalism-oriented

public rules to the particularism-orien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so that the rural social order can be rebuilt.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public rules driven by villagers’ differentiated motiv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dilemma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taxera.

KeyWords:Alienation ofRenqing;Governance ofRenqing;Administrative Embeddedness;Rul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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